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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使用ＣＧＳＳ２００６的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日常互联网使用与

群体性上访、示威、集会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考虑到

互联网使用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除了广泛控制

被访者的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心理和政治参与经历等变量外，本文还

以被访者对信息通讯技术产品（ＩＣＴ）的内在偏好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联立

性偏误问题。研究表明，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可以扩大城市中的非制度化政治参

与，互联网的使用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抑制性双向因果”意味着拓展利

益诉求渠道是消除社会冲突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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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网络时代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长期以来，“线上”的日常互联网使用和“线下”的政治过程之间的
关系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互联网为人们获取信息和交
流信息提供重要渠道，强化个体对自身政治能力的感知，在本质上有利
于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和公共空间的形成，进而改善科层制下的国家治
理结构和加快民主进程（Ｂｉｍｂｅｒ，２０００；Ｄｉａｎｉ，２０００；Ｄｅｌｌａ　Ｐｏｒｔａ　ａｎｄ
Ｍｏｓｃａ，２００５；Ｋｅ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ｕｄ，２００６；Ｗａｎｇ，２００７；Ｆｉｓｈｅｒ　ａｎｄ
Ｂｏｅｋｋｏｉ，２０１０；Ｂｅｎｎｅｔｔ，Ｂｒｅｕｎｉｇ　ａｎｄ　Ｇｉｖｅｎｓ，２００８；Ｇ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０６；

Ｍａｒｍｕｒａ，２００８；Ｅａｒｌ　ａｎｄ　Ｋｉｍｐｏｒｔ，２００８；尹冬华，２００９；Ｙａｎｇ，２００３ａ，

２００３ｂ；Ｚｈｅｎｇ，２００７；张雷，２００９；潘祥辉，２０１１）。另一方面，互联网的
无处不在和匿名性可以让虚假信息、非理性情绪甚至种族主义和恐怖

·９１１·

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主义在网络上飞速散播，从而诱发参与者的过激甚至犯罪行为（Ａｙｒｅｓ，

１９９９；Ａｎｄｒｅｗｓ　ａｎｄ　Ｂｉｇｇｓ，２００６；Ｔａｉ，２００６；Ｋｅｒｂｅｌ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ｍ，２００５；

Ｔｏｕｂｏｕｌ，２００５；Ｒｏｇａｎ，２００６；Ｖａｎ　Ｌａｅｒ　ａｎｄ　Ｖａｎ　Ａｅｌｓｔ，２０１０；娄成武、刘
力锐，２０１０）。如果把政治参与１理解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的活动”
（亨廷顿，１９８９），那么，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在理论上看，既可促进人们的
制度化政治参与，在既定法制框架内参与公共行政，也很有可能扩大非
制度化政治参与，鼓励和引导法制框架之外的上访、请愿、游行和示威
等群体性事件。２

１．《布莱克威尔政治百科全书》对政治参与的定义是“制定与参与、通过或贯彻公共决策的行
动”。其他的定义诸如，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
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诺曼、伏巴，１９９６）。

２．尽管互联网本身有时也可以被认为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但本文中的“互联网使
用”仅被定义为浏览网页、聊天和娱乐等日常的线上活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严格定义为违
法违规的上访、示威和集会等线下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群体性事件”是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最为典型的情况。根据应星（２００９）的界定，“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十
人以上自发参加，主要针对政府或企事业管理者的群体聚集事件，其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暴
力冲突和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较大消极影响。类似的定义可参见王赐江
（２０１０）和张书维、王二平（２０１１）。

３．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最新发布的《第３１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

４．参见：祝华新、胡江春、孙文涛，２００７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人民网（ｈｔｔｐ：／／ｍｅｄｉａ．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２２１１４／５２７８９／１１５４１６／６８５２６０１．ｈｔｍｌ），２００８－０２－０１；祝华新、单学刚、胡
江春，２０１１ 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人民网 （ｈｔｔｐ：／／ｙｕｑ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

１６６９８３４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１２－２３。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中国网民人数已达５．６４亿，是２００７年网民人
数的３．５倍，上网时间也增加到每人平均近３小时／天。３网络舆论更是
从２００７年的“若干轮较大规模、较强力度”变为“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出
第二家”和“骤然增强”。４近年来，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伴随网络媒体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２００６年中国群体性事件就
达６万多起，２００７年达到了８万多起（王东进等，２００４；李培林等，２００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群体性事件数据库的资料显示，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
间发生的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达１００多个（李培林，２０１０），这些群体性
事件几乎都是网络媒体热议的对象。
据此引出一系列问题：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频

频出现，除了转型期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政府公共行政能力的改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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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外，是否也有互联网的助推因素？日常性的网络使用频次是否影
响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上网和上街或上访之间，是单纯的激化、扩
大、助燃，还是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
在学科和政策两个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无论是直觉、观察，还
是近年来的理论研究，都已经隐约展现互联网的使用和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之间可能存在重要关联。不过，互联网的使用对这类行为是否存
在因果效应，在行动者的个体层面还缺乏有力的量化研究支持，尤其是
因果分析的支持。５第二，中国正处在深刻的快速社会转型期，在这个
过程中，既以“善治”为公共行政的目标，又需要以维系全局稳定为前
提。在互联网时代，如果不能厘清网络的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因果效应，
就不能为执政者追求幸福善治和参政议政者追求公平公义提供认知框

架和改革依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从社会学的角
度探讨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真实因果关系。

５．近年来，关于“网络政治”或“线上政治”的研究在中国不断增加。陈潭、罗晓俊（２０１１）通过
对１９９４－２０１０年ＣＮＫＩ中文文献与主要论著的回溯，历时性地梳理了中国网络政治的研究
成果，检视学术历程、主要论题和发展趋势。但和本文所关注的“线下政治”一样，高质量的量
化分析还比较少。

６．相关文献参见：樊宏法、张健（２００６），马宝雨、张秀丽（２００７）和李慧勇（２００７）。

二、文献回溯：缺失的因果链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中国学界近年来广泛使用的术语，６一般
指公民不通过现有的法律、政策或惯例规定和允许的渠道却试图对公
共行政进行干预。胡荣（２００８）采用主成分法分析定义政治参与的制度
化程度，并分别把非制度化、低制度化和高制度化政治参与三个概念操
作化为“维权抗争”、“利益表达”和“人大选举参与”。实际上，在中文文
献中，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分野，和萨布斯蒂、阿克（Ｓａｂｕｃｅｄｅ
ａｎｄ　Ａｒｃｅ，１９９１）提出的“Ｗｉｔｈｉｎ－Ｓｙｓｔｅｍ”和“Ｏｕｔ－ｏｆ－Ｓｙｓｔｅｍ”颇为接近。
在国 外 文 献 中，目 前 相 应 的 提 法 则 是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和 “Ｎ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Ｋａａｓｅ，１９９９；Ｓｅｇａｌｌ，２００５）。
根据李培林（２０１０）的研究，中国当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主要涉及

干群关系冲突、劳动关系冲突、企事业机构与社会的冲突和社会群体之
间的冲突四个方面。在国家治理结构的层面，胡荣（２００８）提出，基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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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行政职能与机构的复制扩大是影响农民上访行为的重要因素；从公
共政策的过程角度，汪玉凯（２００９）认为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主要原因在
于，弱势群体的诉求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得不到体现；从法制建设角
度，郭正模和李晓梅（２００７）强调，利益失衡主要是因为立法、行政和司法
等方面的不足；从行动者的心理和感情层面考虑，毛寿龙（２００９）主张行动
者在利益诉求过程中，选择参与群体性事件是低成本的理性决策；柏俊
（２０１１）认为当前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本质都是利益冲突；于建嵘
（２０１２）进一步强调“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最大陷阱”是社会对地方政府的低
信任度问题；应星（２００９）认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真正的驱动力是集体行
动中的情感因素，并以六个层面的“气场”来概括；张书维等（２０１０）通过模
拟实验分析发现，相对剥夺感是群体性事件重要的诱致因素。
这些文献总结出的“因”基本可以用宏观治理结构和微观心理状态

概括。毫无疑问，这两者分别代表的是中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体制
因素和个体因素。除此之外，研究者也没有忽视互联网的“助燃”作用。
郑永年和吴国光（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Ｗｕ，２００５）的研究指出，互联网可以理论
化为信息渠道、公共领域和集体行动的平台，在三个方面参与社会与国
家的互动；周巍和申永丰（２００６）甚至强调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非制度
化参与的途径；游传耀（２００８）提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范围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而扩大；朱力（２００９）强调互联网已经成为“大规模群体性事
件”“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条件”；黄荣贵（２０１０）归纳了互联网影响抗争行
动的三种理论模型和中国研究的三种取向；汪玉凯（２０１２）认为，网络参
与之所以在公众参与中异军突起，从根本上说是由互联网的开放性、平
等性、虚拟性和无疆界决定的。７

７．其他的论述可参见杨国斌和卡尔霍恩（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ｌｈｏｕｎ，２００７）、唐杰（２００７）等。

８．关于社会互动和社会网的文献参见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０）。

９．对互联网和社会运动、抗争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回溯的国外文献参见 Ｂｒａｋｅ
（２００５）、Ｎｉｐ（２００４）、Ｄｉａｎｉ（２００３）和Ｇ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０６）。这类研究总体上理论描述和案例较多，
大样本的实证较少。

实际上，互联网作为一种特定的媒体，本身就具有社会濡染和同群
效应的互动功能。８无论在哪个国家，传统的平面媒体和新的网络媒体
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可能具有“助燃”功能，９各国的实证分析结果
也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安德鲁和比格斯（Ａｎｄｒｅｗｓ　ａｎｄ　Ｂｉｇｇｓ，２００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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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南部反种族歧视的静坐示威时发现，新闻媒
体所构成的网络对静坐行为的跨城市扩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
作用甚至超过一般的亲友社会网络；在互联网研究方面，纳尔等（Ｎａ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分析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线上和线下活动后发现，在线政
治讨论能够增加线下的政治参与；沃杰斯扎克（Ｗｏｊｃｉｅｓｚａｋ，２００９）研究
了德国的新纳粹运动，发现网络在线参与和线下的实际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存在显著正相关；哈罗（Ｈａｒｌｏｗ，２０１１）通过访谈和内容分析发现，

２００９年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网站上危地马拉律师控诉该国总统的视频，引
发了大量互联网上的评论，并进而引发网下的大规模抗议和暴力行动；
哈罗和哈普（Ｈａｒ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ａｒｐ，２０１２）对美国、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的
对比分析后认为，网上行为确实可以转化为网下的非制度政治参与；沙
曼和卢昂（Ｓｃｈｕ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Ｌｕｏｎｇ，２０１１）分析了２０１１年埃及的政治动
荡，认为网络不但为参与者提供行动所需的信息，更提供了一种身份
感，网帖或视频因为受限而匿名发布，反而进一步增强了网民为既定目
标的群体归属感。

１０．关于互联网使用和总体政治参与（含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参与）的实证定量研究少且众说
纷纭。例如，孙环发现了大学生社交网站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的比较微弱的联系［参见：孙
环，中国大学生社交网站使用和政治参与，人民网（ｈｔｔｐ：／／ｍｅｄｉａ．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２２１１４／

１５０６０８／１５０６１７／１３４５２３４４．ｈｔｍｌ），２０１０－１２－１０．］；李亚妤（２０１１）基于沿海城市样本，发现上
网时间和线下政治参与没有关系。

１１．参见：冯强．互联网使用、政治效能感、日常政治交流与参与意向：一项以大学生为例的定
量研究，人民网（ｈｔｔｐ：／／ｍｅｄｉａ．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２２１１４／１５０６０８／１５０６１９／１７２０１７０７．ｈｔｍｌ），

２０１２－０２－２３．

目前对中国互联网使用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并不多。１０黄荣贵和桂勇（２００９）对上海的１５个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
在线业主论坛作为一种互联网使用形式，确实有助于集体抗争事件的
发生；郑风田等（２０１２）使用报纸（网络）数据搜集法对近年中国１５６起
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进行了基于反作用力模型的计算，发现网络媒
体的报道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周葆华（２０１１）对厦门ＰＸ
事件进行研究后发现，当在模型中控制了事件发生期内的互联网使用
之后，日常性的网络使用对于ＰＸ事件的参与行动并没有显著影响；冯
强（２０１１）对３００多位大学生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对网络上政治新闻的
关注和线下政治参与的意向相关；１１曾繁旭和黄广生（２０１２）则以“宜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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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等维权事件为个案，对意见领袖在此类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考
察，发现是否有意见领袖的关注对于事件的发展非常重要。
以上研究存在两个不足。第一，定性研究虽然剖析入根，但基本不

具备因果推断的推广效力。作为定性研究，在理论和假说的提出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证实或者证伪某个理论或者假说的时候，往往力不
从心（陈云松，２０１２ｂ）。第二，相关的定量研究样本有限，也大大忽视了
该研究情境下极为重要的内生性问题。实际上，除了安德鲁和比格斯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ａｎｄ　Ｂｉｇｇｓ，２００６）采用了事件史分析法而有可能消除部分内
生性问题之外，其他的定量研究全部都采用截面数据，配合以单方程的
最小二乘法（ＯＬＳ）、逻辑斯蒂（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或者序次逻辑斯蒂模型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而这样必然会导致估计有偏。

１２．关于双向因果何以带来内生性偏误的数学推导，参见：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１３．薛可等（２０１１）发现，在低政治卷入程度和一致的媒体口径下，社会成员之间的线下互动
会反过来影响人们对媒体的认知，并增强偏见。

内生性问题对于分析网络效应特别重要是因为，当基于截面数据，
把互联网使用作为自变量和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倾向作为因变量做回

归分析时，除了一般性的遗漏变量问题之外，最大的挑战就是所谓的
“联立性”或者双向因果问题。１２原因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也会反过来
作用于上网行为。比如，具有上访或上街行为的人会同时进一步增加
上网的频率和强度，并依赖通过网络浏览、聊天和通讯获取相关的信
息。１３或者，参与了行动的人，可能因为受到公权力的限制而减少互联
网的使用。甚至也可能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导致公共政策的转型
改革，进而缓解了进一步诉诸互联网的内在需求。总之，当使用了年度
截面数据，对一年内的平均上网时间和参加过非制度化政治行为之间
做简单的回归分析，其结果就必然有联立性偏误。这样，哪怕回归结果
的系数统计显著，也根本无法得知是否代表网络使用对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的因果作用。因此，从日常性的互联网使用到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目前实证研究中的因果证据链仍然是缺失的。本文将采取复杂计量模
型解决双向因果问题。

三、数据和模型：基于工具变量方法的因果分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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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部联合开展，从２００３年开始，每年一次。ＣＧＳＳ２００６在２００６年

３－５月进行，采用四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共抽取１２５个
区（县）５００个街道（乡镇）１　０００个居（村）委会的１０　０００个家庭。对
选中的家庭，用 ＫＩＳＨ随机抽样表从１８－７０岁的成员中选取一位进行
访问。共访问７　１００余户，获得有效问卷７　０６３份，调查误差小于２％。
其中，城市居民样本５　２０５个（Ｂ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１２）。剔除相关的重要变
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本研究使用的有效样本共４　８８８个。

（一）模型设置
首先建立一个被访者是否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单方程概率比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标准正态分布方程如下：

Ｐ（ｙｉ ＝１）＝Φ（β０＋β１Ｓｉ＋β２Ｘｉ） （１）
其中ｙｉ＝１表示被访者ｉ参与过这类行动。Ｓｉ 表示被访者ｉ使用互联
网的频次，Ｘｉ 是一系列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年
限、职业、收入、对社会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加入社团组织等。方程（１）
实际可以写成下面的形式：

ｙ＊ｉ ＝β０＋β１Ｓｉ＋β２Ｘｉ＋εｉ，　ｙｉ ＝１（ｙ＊ｉ ＞０） （２）
其中εｉ 是误差项，ｙ＊ｉ 则是一个潜在变量，也即如果ｙ＊ｉ ＞０，则ｙｉ＝１，
获得的无偏估计量的前提是 Ｃｏｖ（Ｓｉ，εｉ）＝０。但是这个假设几乎可
以断定不成立，因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互联网的使用之间存在双向
因果关系。
而工具变量概率比模型（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可以用下面的方程组表示：

ｙ＊ｉ ＝β０＋β１Ｓｉ＋β２Ｘｉ＋εｉ，　ｙｉ ＝１（ｙ＊ｉ ＞０） （３）

Ｓｉ ＝γ０＋γ１Ｚｉ＋γ２Ｘｉ＋ξ （４）
这里，Ｚｉ 是工具变量，ξ是随机误差项。在这个方程组中，必须满足

Ｃｏｖ（Ｚｉ，εｉ）＝０，Ｃｏｖ（ξ，εｉ）＝０，且Ｃｏｖ（Ｚｉ，Ｓｉ）≠０。运用两阶段

法，在第一阶段对方程（４）进行回归，然后得到Ｓｉ 的预测值Ｓ^ｉ＝γ^０＋

γ^１Ｚｉ＋γ^２Ｘｉ。在第二阶段，将方程（３）里面的Ｓｉ 用Ｓ^ｉ 来替代后进行
回归，以得到无偏估计量。
工具变量的原理可以用下图１说明。在图中，方程（３）的模型范围

用虚线框表示，工具变量处于模型之外（也即在虚线框之外），因此完全
外生。此时，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影响互联网的使用而间接影响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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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治参与。如果工具变量和互联网的使用密切相关，那么，只要工具
变量有了增量变化，就必然会对互联网的使用产生一个来自模型之外
的冲击。如果互联网的使用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真的存在因果关
系，那么工具变量对互联网使用带来的冲击也就势必传递到政治参与
行为中去。这样，只要工具变量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间接冲击能够
被证明统计上显著，就可以推断出互联网使用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
为必然有因果关系。

图１：工具变量分析示意

　　在分析中，笔者将把单方程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也即方程１）和工具变量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也即方程３、４）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

（二）因变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城镇居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
在ＣＧＳＳ２００６的访谈问卷中，有这样的一组问题：

Ｅ２２．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群体性的活动或行动，
比如，联合抵制不合理收费、串联起来反对征地或拆迁、集体参加
环保活动、集体签名、集体谈判、集体诉讼、集体请愿、集体上访、
集体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等。请问，在过去五年中，您身边
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备选答案为“是”和“否”）

Ｅ２３．在这些活动或行动中，您是否担任过以下角色？
（备选答案分别为组织者、普通参与者、支持者、其他形式的参
与、从未参与和其他）

Ｅ２４．您是否参加过这些活动或行动的酝酿过程（比如开
会、讨论、联络等）（备选答案为“是”和“否”）

Ｅ２５．您是否为这些活动或行动提供过物质方面的支持
（包括钱和物）（备选答案为“是”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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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２６．您是否通过签名、口头声援等方式对这些活动或行
动表示过道义上的支持？（备选答案为“是”和“否”）
利用被访者对以上一系列问题的回答，笔者建立起一个二分变量。

凡是担任过这类活动的组织者、普通参与者、支持者，或有过用其他形
式参与或参加过酝酿过程、提供物质支持，以及声援和道义支持过这类
活动的被访者，都被认为是曾经参加过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也即ｙｉ＝
１，其他的，ｙｉ＝０。在４　８８８个有效样本中，有１９９人曾经有过非制度
化政治参与的行为，占总数的４％（见表１）。直观上，参加这类行为的
人和未曾参与的人，主要在不公正遭遇、民族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

（三）自变量：互联网的日常使用
本研究的主解释变量就是城镇居民对互联网的使用。
在ＣＧＳＳ２００６问卷中，相关的问题如下：

Ｅ３８．您在闲暇时间，从事下列活动的频率是怎样的？

１４．此外，笔者也尝试了因子分析方法，对这两个问题答案通过方差最大旋转抽取了一个因
子，结论和本文中直接相加的方法相差无几。

１５．根据李亚妤（２０１１），互联网使用的频率和使用时间之间有着紧密的相关。

其中，和互联网有关的活动有“浏览网页”和“上网聊天、打游戏”，
频率分为“差不多每天”、“一周几次”、“一周一次”、“一月几次”、“一月
一次”、“一年几次”和“从不”七个等次。在数据预处理中，笔者把这七
个等次按照频繁程度由小到大分别用０－６来表示上网的频率得分，并
把“浏览网页”和“上网聊天、打游戏”的各自得分相加，得出被访者在使
用互联网方面的在０－１２之间的基本得分。１４显然，这个代表上网频率
的连续变量的数值越高，则表示被访者越频繁地使用互联网来获取信
息和交流。１５考虑到“上网聊天、打游戏”一项包含了较多娱乐性的目
的，因此在稳健性测试中本文还单独使用了“浏览网页”的得分作为自
变量，以防止对互联网使用的概念的操作化存在不当。从表１可见，有
过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经历的人，其互联网使用的得分平均值为２．２５，
未参与者为２．２６，似乎没有什么明显差异。

（四）控制变量：人口学、经济社会和心理行为特征
同时影响到互联网使用和非制度化组织参与行为的因素较多，必

·７２１·

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须尽量多地在模型中加以控制。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三类：

表１：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Ｎ＝４　８８８）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者 （Ｎ＝１９９） 未参与者（Ｎ＝４　６８９）

均值 最小 最大 标准差 均值 最小 最大 标准差

互联网使用 ２．２５　 ０　 １２　 ３．８２　 ２．２６　 ０　 １２　 ３．９６
年龄 ４２．０５　 １８　 ６９　 １２．２８　 ４３．０２　 １８　 ７０　 １３．４６
受教育年限（年） ９．９６　 ０　 ２１　 ３．５５　 ９．６５　 ０　 ２２　 ３．８１
个人年收入（ｌｎ） ８．０９　 ０　 １１．７７　２．９１　 ８．０１　 ０　 １３．４２　３．１８
家庭年收入（ｌｎ） ９．７２　 ０　 １３．３０　１．０７　 ９．８９　 ０　 １６．１２　１．０３
不公正遭遇指数 ０．８８　 ０　 ５　 １．０２　 ０．１５　 ０　 ５　 ０．４９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性 １０７　 ５３．７７　 ２　１２４　 ４５．３０

　女性 ９２　 ４６．２３　 ２　５６５　 ５４．７０
婚姻

　未婚 ２２　 １１．０６　 ５９２　 １２．６３

　已婚 １６５　 ８２．９１　 ３　７９８　 ８１．００

　已婚单身 １２　 ６．０３　 ２９９　 ６．３８
民族

　汉族 １８３　 ９１．９６　 ４　５１５　 ９６．２９

　少数民族 １６　 ８．０４　 １７４　 ３．７１
户籍

　非农户口 １７３　 ８６．９３　 ３　８８５　 ８２．８

　农业户口 ２６　 １３．０７　 ８０４　 １７．１
单位性质

　党政机关 ４　 ２．０１　 １３１　 ２．７９

　企业单位 ９９　 ４９．７５　 １　９４９　 ４１．５７

　事业单位 ２０　 １０．０５　 ６４５　 １３．７６

　社会团体 １　 ０．５０　 ８０　 １．７１

　个体经营 ４５　 ２２．６１　 １　０６５　 ２２．７１

　其他 ３０　 １５．０８　 ８１９　 １７．４７
宗教信仰

　无宗教信仰 １６４　 ８２．４１　 ４　１９７　 ８９．５１

　佛教／道教 ２１　 １０．５５　 ２９８　 ６．３６

　伊斯兰教 ７　 ３．５２　 ５１　 １．０９

　基督教／天主教 ５　 ２．５１　 ７０　 １．４９

　其他宗教 ２　 １．０１　 ７３　 １．５６
政治面貌

　党员 ２４　 １２．０６　 ５０６　 １０．７９

　非党员 １７５　 ８７．９４　 ４　１８３　 ８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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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者 （Ｎ＝１９９） 未参与者（Ｎ＝４　６８９）

基层选举

　参与过 １４５　 ７２．８６　 ３　４３５　 ７３．２６

　未参与过 ５４　 ２７．１４　 １　２５４　 ２６．７４
社团组织

　加入过 ６　 ３．０２　 ７４　 １．５８

　未加入过 １９３　 ９６．９８　 ４　６１５　 ９８．４２
生活满意度

　非常满意 ５　 ２．５１　 ２０９　 ４．４６

　比较满意 ９３　 ４６．７３　 ２　８９５　 ６１．７４

　不太满意 ８７　 ４３．７２　 １　３９４　 ２９．７３

　很不满意 １４　 ７．０４　 １９１　 ４．０７
３年收入变化

　增加 ７５　 ３７．８９　 １　７９０　 ３６．４５

　不变 ８４　 ４２．２１　 ２　２４８　 ４７．９４

　减少 ４０　 ２０．１０　 ７３２　 １５．６１
２０００年手机

　有 ３７　 １８．５９　 ９９２　 ２１．１６

　无 １６２　 ８１．４１　 ３　６９７　 ７８．８４

　　注：变量“婚姻”中的“已婚单身”包括离婚、丧偶和分居等。

　　１．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　包括被访者的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
况、受教育年限和宗教信仰。表１显示，在１９９位有过非制度化政治参
与经历的被访者中，平均年龄（４２岁）和汉族比例均略低于未参与者，其
中，已婚者（含离异、配偶死亡等）占８９％，略高于未参与者，无信仰者的
比例也略高于未参与者。此外，他们的受教育年限平均为１０年，略高于
未参与者。

２．经济社会地位特征变量　包括户籍、单位性质、政治面貌、２００５
年个人收入的对数、２００５年家庭收入的对数、与三年前相比收入的变
化情况和居住省份等。虽然本研究使用的有效样本都是城市居民，但
考虑到目前中国城市中居住的大量流动人口很多并未能实现“农转
非”，因此笔者把户籍作为控制因素。单位类型则有党政机关、企业单
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和其他。政治面貌中，有过非制度化
政治参与经历的被访者的党员比例略高于未参与者。上年度个人收入
和家庭收入以对数形式纳入模型，这是考虑两个收入的分布明显右偏。
此外，对被访者收入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的变化用增加、不变和减少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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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表示。

３．心理和行为特征变量　被访者的主观心理和行为特征直接影
响到是否参与到特定的行为中去。本研究控制了对近五年是否遭遇过
不公平对待、生活的总体满意度、社团活动参与以及对制度化政治参与
渠道的使用（参加基层选举）等四个关键性变量。ＣＧＳＳ２００６问卷对被
访者近五年内是否在房产纠纷、土地征用、城市拆迁、企业改制、失业保
障、宅基地分配、基层选举和债务纠纷等方面遭受到过不公正待遇进行
了调查。笔者把没有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基准变量设为０，在这八个方
面每有一次被不公正对待的经历就加１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不公
正遭遇的指数，其数值在０到８之间。很明显，非制度政治参与者的不
公正遭遇指数高出未参与者很多。此外，笔者对“总体而言，您对目前
的生活状况是否满意”也进行了调查。同时，也问及“您现在是否参加
了某个协会、社团、俱乐部或其他组织”、“在最近一次的人大代表直接
选举中，您有没有参加过下列活动”。本研究将这三个方面的数据都作
为二分变量处理。从比例上看，非制度政治参与者的不满意比例和社
团参与显然更高，且更少参与选举等制度化政治活动。

（五）工具变量：对ＩＣＴ产品的偏好
本文所采用的工具变量是对信息通讯技术产品，也即ＩＣＴ产品的

偏好。笔者认为，这种基于个人异质性的偏好，直接影响到个人对互联
网的使用，而和个人的线下政治参与行为模式无关。具体分析如下：

１６．比如，女性、受教育年限少和年龄大的人往往不乐于使用互联网或者手机。

１．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首先，对ＩＣＴ产品的偏好影响人们对新

ＩＣＴ产品的使用。现有文献表明，决定人们是否乐于使用手机和互联
网等新信息通讯产品的因素很多，包括性别、教育、年龄、工作等人口统
计学特征以及社会互动、经济文化和政策环境等（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Ｋａｔｚ，２００３；

Ｈｙｖｎｅ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ｏ，２００５；Ｖａｎ　Ｂｉｌｊｏｎ　ａｎｄ　Ｋｏｔｚé，２００８；Ｓｏｕｒｂａｔｉ，２００９；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ａ　ａｎｄ　Ｇａｍｂｏａａ，２０１０；Ｇｉｒａｙ，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１６除此之外，对

ＩＣＴ产品的个人偏好，也即对ＩＣＴ产品基于性格、审美、个人经验等异
质性所导致的认知、喜爱、反对甚至恐惧等特征，是决定人们对这类产
品接受、使用频率和时间的重要因素（Ｌｅｖｉｎｅ　ａｎｄ　Ｄｏｎｉｔｓａ－Ｓｃｈｍｉｄｔ，

１９９８；Ｖｅｒｄｅｇｅｍａ　ａｎｄ　Ｖｅｒｈｏｅｓｔｂ，２００９；Ｄｏｎａｔ，Ｂｒａｎｄｔｗｅｉｎｅｒ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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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ｒｓｃｈｂａｕｍ，２００９）。而且，这种偏好会成为一种稳定的个人特性，甚
至能形成一种消费文化，扩张到ＩＣＴ产品之外的市场。１７其实，只要留
意，就不难发现，似乎总有一些人，尽管不一定总是最富裕的，但他们

２０年前就买随身听和随身ＣＤ机，会更早地拥有手机、个人电脑和笔
记本，更早会熟练上网、收发电子邮件和聊天、打游戏。现在，则会早早
购买ＩＰｈｏｎｅ和ＩＰａｄ等新电子产品。哪怕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们也会
热衷于讨论这些ＩＣＴ产品。关于对ＩＣＴ产品的偏好和互联网使用的
相关强度，可以在工具变量分析的第一阶段得到统计证明。

１７．根据市场公司Ｂｕｎｄｌｅ基于７０万电脑用户的消费数据可知，苹果的 Ｍａｃ用户会比一般的
个人电脑ＰＣ用户更喜欢购买奢侈品（参见苹果中国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ｃｘ．ｃｎ／ｔｈｒｅａｄ－
２０３８４６３－１－１．ｈｔｍｌ）。根据《华盛顿邮报》援引调查公司的数据，苹果的 Ｍａｃ用户和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用户相比，会选住更贵的酒店，价位差达到３０％（参见华盛顿邮报网：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
ｗｓｊ．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１０００１４２４０５２７０２３０４４５８６０４５７７４８８８２２６６７３２５８８２．ｈｔｍｌ）。

１８．参见：“国产手机将在价格战中崛起 洋巨头风光不再”，新华网（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ｓｉｎａ．ｃｏｍ．
ｃｎ／ｉｔ／ｔ／５０６２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０１－０１－１８。

２．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对手机和电脑这样的ＩＣＴ产品的偏好，应
该属于个人层次上的一种消费异质性，和政治参与领域的行为并没有
直接关系。特别是多年前对手机和电脑这类产品的偏好，和当下的政
治参与行为显然没有直接关联。在控制了有关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政
治文化环境变量之后，爱玩手机和不爱玩手机的人在选举投票方面应
该没有显著的差异。

３．工具变量的操作化定义　在本研究中，笔者把个人对ＩＣＴ产品
的偏好操作化为“在２０００年（含）之前是否拥有手机”。该变量来自问
卷中的“您有手机（移动电话／小灵通）吗”和“您是从哪一年开始使用手
机的”。根据被访者的回答，笔者建立起一个二分变量，并把在２０００年
及以前就拥有手机的赋值为１，没有的赋值为０。下面再就这个操作化
定义的效度和外生性做详细分析。

“在２０００年（含）之前是否拥有手机”这一变量，在模型中能否反映
且仅仅反映被访者对ＩＣＴ产品的偏好？笔者注意到，对中国手机用户
来说，２０００年是一个重大分水岭。第一，手机的第一次普及和大幅降
价是在这一年出现的。２０００年“国产手机首次大规模进入市场，并在
低端手机市场寻到了突破口”，“２０００年的手机价格比１９９９年下降了

４０％左右，有的型号甚至下降６０％还多”。１８第二，２０００年之前，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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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均不具备上网功能，短信的功能也很少使用。国内最早的可以上
网的手机为诺基亚７１１０，在中国上市就是在２０００年。而国内手机短
信业务是１９９８年才开通，２０００年由中国移动推出移动梦网后才正式
走向前台。当年中国手机短信息量仅１０亿条，一年后就达到１８９亿
条，到２００４年则飞涨到９００亿条。１９基于以上这两点，可以认为，在

２０００年前是否拥有手机代表了被访者在当时是否具有较好的经济条
件和对ＩＣＴ产品的较高偏好，而不是为了追求一般性或者体制内媒体
所寻求不到的信息或者公共参与空间。

１９．参见：百度百科“短信”（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９４２０．ｈｔｍ）。

不过，考虑到个人在过去的经济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能影响到
其在几年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行为，一旦工具变量操作化定义本
身既反映被访者的ＩＣＴ产品偏好，又同时代表被访者２０００年左右的经
济条件，它就会与因变量直接相关，从而丧失其作为工具变量的合法性。
所幸的是，只要在模型中设法控制被访者在２０００年左右的经济条件，这
个关于手机的二分变量就能成为对ＩＣＴ产品偏好的操作化定义。
前文提及，本文在模型中会控制被访者２００５年的职业类型、个人

收入和家庭收入三个变量。控制这些变量有两个原因：其一，在更大程
度和更直接地影响被访者政治参与行动应该是近期而非五年之前的经

济状况；其二，构成被访者经济基础的要素在数年内也多具有一定的稳
定和持续性。控制了２００５年的经济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就等于控制了
早前经济条件的代理变量。尽管如此，为谨慎起见，本文还将控制被访
者个人收入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５三年内是否变化的虚拟变量（增加、不变、减
少）。当这个三年内收入变化情况的变量纳入模型后，有理由相信

２０００年左右被访者的经济条件在模型中已基本被控制。
如果这样广泛的变量控制仍然不能够证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那

还可以增加一个“事后判别”的方法。假设模型在控制了相关的一系列
变量之后，工具变量本身仍然不够“纯净”，仍然包含了少部分被访者

２０００年左右的经济信息，那么，工具变量模型所得出的估计量必然是
一个“混合体”，同时体现了个人过去的经济条件以及互联网使用对现
在上访或上街行为的影响。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２０００年
前后的社会经济特征，可以大致认为，相对富有的群体往往从体制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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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更大，对体制本身的依附性更紧，在体制内所拥有的政治和经济社会
资源更多，对体制的认同度也更高。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推断，被访者

２０００年左右的经济条件和２００５年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负向相
关，这个不合格的工具变量操作化定义就必然和因变量负相关。
而一旦工具变量和因变量负相关，ＩＶ－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就会比单方程

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更小。这是因为，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所得出的偏系数会从
真实的互联网效应中消减去工具变量本身对因变量的负面影响。也就
是说，ＩＶ－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一定会低估真实的互联网的效力。但如果最终
的分析结果显示ＩＶ－Ｐｒｏｂｉｔ估计值并非变小，而是比Ｐｒｏｂｉｔ估计值大出
很多，那么就可以反过来说明工具变量中经济条件的成分得到了很好
的控制，其所导致的偏误没有起到方向性的作用。２０本文最后的分析，
恰恰是工具变量估计量远远大于单方程估计量。

２０．也即，工具变量中有效部分（ＩＣＴ产品偏好）所识别出的互联网效应，已经大到足够轻松
抵消由工具变量中的无效部分（经济条件）所导致的负向偏误，这起码能说明互联网使用频率
对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力是足够大的。

２１．也可以采用多层线性模型（ＨＬＭ）的方法进行相关估算来解决这个问题。

四、分析和诠释：抑制性双向因果关系

对本研究来说，在控制了有关变量后，“在２０００年（含）前是否拥有
手机”仅会通过影响被访者的日常互联网使用来影响其后五年的被访
者的线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表２分别是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分析结果。虽然控制了省份变量，但考虑到样本中不少
被访者“簇”于一个城市，这样样本之间就可能不是完全独立的。因此，
估算模型时笔者对标准误差的处理采取了簇差异稳健估计量，以克服
同城市内的样本互相关联。２１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估计采用了最大或

然法。

（一）单方程概率比模型（Ｐｒｏｂｉｔ）的分析结论
从表２可知，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互联网使用和非制度化政

治参与之间没有统计显著的关联，这一点和笔者的常识性预期不符。
不过也不奇怪，因为单方程Ｐｒｏｂｉｔ分析结果必然存在联立性偏误。这
好比在早期的计量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用 ＯＬＳ模型分析警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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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投入）和犯罪之间的关系，因为没有考虑到双向因果问题，模型得
出的居然是两者无关甚至正相关这个明显有悖常理的结论。在其他变
量方面不难发现，是否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是决定是否参与的重要因
素。这其中的行动个人机制非常明显：不平则鸣。当受到不公正对待
时，因为体制内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途径，上访和集会游行等就成为政
治诉求的重要手段。此外，家庭收入而不是个人收入会抑制非制度化
政治参与行为，这也非常容易理解，高收入意味着从现有体制内获益较
多。最后，民族、职业类型、户籍以及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等也都和非
制度化行为有关联。比如，汉族相对于少数民族更少倾向参与；和党政
机关相比，企业的人员更容易卷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在城市居住
工作的农民工相对于城市户口的居民，也更少参与；和生活总体满意度
较高的人相比，不太满意者显然也更倾向于卷入。这些结论、常识和既
有研究都较吻合。２２

２２．Ｐｒｏｂｉｔ方程的麦克法登Ｒ２值为０．１８，也即模型总体上可以解释因变量近２０％的变化。

（二）工具变量概率比模型（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分析结论
在描述ＩＶ－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之前，先要看几个关键统计量，以确保工

具变量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从表２发现：第一，工具变量和自变量的相
关是足够强的，这是因为，在ＩＶ－Ｐｒｏｂｉｔ的第一阶段回归中，也即在验证
是否较早使用手机和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强度的回归中，Ｆ统计量
达到６０，远远超过了经验标准值１０（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Ｙｏｇｏ，２００５）。第二，瓦
尔德内生检验结果显示，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ＩＶ－Ｐｒｏｉｔ模型之间存在系统差
异，表示互联网使用确实是内生的。因为工具变量模型的估计量是一
致的，有必要放弃标准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而采信ＩＶ－Ｐｒｏｂｉｔ的结果。
在表２的工具变量概率比模型中，ＩＶ－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和Ｐｒｏｂｉｔ估计

量显而易见有所不同。除了家庭收入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
变大和户籍的作用变小，最重要的差异就是，在ＩＶ－Ｐｒｏｂｉｔ的估计量中，
互联网使用对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相关系数为０．１５７，在０．０５水平
上显著。而在原来的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中，这个系数为负（－０．０１２），且不
显著。换句话说，工具变量的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可以扩大非
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网的频率每增加１个
单位，参与非制度化政治活动的概率会增加约６％（根据边际效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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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概率比模型及估计量　（Ｎ＝４　８８８）
自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单方程模型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工具变量模型

性别（女性） ０．１３１（０．０７８） ０．０３６（０．０９０）
婚姻（未婚）

　已婚 ０．０５８（０．１３５） ０．４７９（０．２５２）

　已婚单身 ０．０４８（０．２１８） ０．３８９（０．２９５）
民族（少数民族） －０．４０７＊＊（０．２０５） －０．３６３＊＊（０．１６６）
户籍（农业户口） ０．２０２＊（０．１０４） ０．００９（０．１２６）
单位性质（党政机关）

　企业单位 ０．４１６＊＊（０．１８６） ０．４５２＊＊（０．１５１）

　事业单位 ０．０６９（０．１８９） ０．１２０（０．１７２）

　社会团体 －０．４０９（０．３４６） －０．３６２（０．３１７）

　个体经营 ０．１８４（０．２０８） ０．３３３（０．１８６）

　其他 ０．２８３（０．２２３） ０．２９３（０．１７９）
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

　佛教／道教 ０．２１５（０．１６０） ０．１２６（０．１３９）

　伊斯兰教 ０．２１０（０．２４３） ０．１９７（０．２０７）

　基督教／天主教 ０．２４７（０．２８２） ０．２２０（０．２５１）

　其他宗教 －０．１８０（０．３１２） －０．２８４（０．２９５）
政治面貌（非党员） －０．０３３（０．１３９） －０．０２２（０．１２４）
基层选举（参与过） ０．００４（０．０８１） ０．００４（０．０６８）
社团组织（未加入） ０．２９３（０．２８５） ０．３２４（０．２６７）
生活满意度（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０．２３４（０．２５１） ０．２０３（０．２２４）

　不太满意 ０．２４６＊（０．２９６） ０．３０１＊（０．２７５）

　很不满意 ０．４４５＊＊（０．２５２） ０．４４１＊＊（０．２２５）

３年收入变化（增加）

　不变 ０．１７８（０．０８５） ０．０８２（０．１０３）

　减少 ０．２０８（０．１４０） ０．０５６（０．１４９）
省份 ＹＥＳ　 ＹＥＳ
互联网使用 －０．０１４（０．０１２） ０．１５４＊＊（０．０７３）
年龄 －０．００６（０．０４９） ０．０１０（０．００７）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９（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０．０２１）
个人年收入（ｌｎ） ０．００７（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０．０１３）
家庭年收入（ｌｎ） －０．０６３＊＊（０．０３３） －０．１１１＊＊＊（０．０３２）
不公正遭遇指数 ０．５４７＊＊＊（０．０５８） ０．４８０＊＊＊（０．０７６）
截距 －２．１２５＊＊＊（０．６１１） －２．３４９＊＊＊（０．５３４）
第一阶段Ｆ统计量 － ６０．５５
瓦尔德内生性检验 － ｐ＝０．０５
注：１．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数据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和簇差异稳健标准误，自变量
括号内为参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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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充分体现了互联网使用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助燃作用。
为检验ＩＶ－Ｐｒｏｂｉｔ的稳健性，本文还把互联网使用只操作化为“浏

览网页”，不包括“聊天和娱乐”。结论可见表３的测试模型１。考虑到
互联网使用的助燃效应可能在年轻人中更为明显，２３测试模型２的样本
为４０岁以下的被访者。测试模型３样本为４０岁以下且互联网使用不包
括“聊天和娱乐”。不难发现，几个模型的结果均和主模型基本一致。

２３．参见：冯强，２０１１，互联网使用、政治效能感、日常政治交流与参与意向：一项以大学生为
例的定量研究，人民网（ｈｔｔｐ：／／ｍｅｄｉａ．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２２１１４／１５０６０８／１５０６１９／１７２０１７０７．
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０２－２３。

表３：稳健性测试结果

Ｐｒｏｂｉｔ单方程模型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工具变量模型

主模型 －０．０１４　 ０．１５４＊＊

测试模型１ －０．０１６　 ０．２７３＊＊

测试模型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５９＊＊

测试模型３ －０．０２４　 ０．３０９＊＊

注：１．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测试模型１：互联网使用的操作化为“浏览网页”，不
包括“聊天和娱乐”；

３．测试模型２：工作样本为年龄４０岁以下的人；
４．测试模型３：互联网使用的操作化定义为“浏览网页”
且年龄４０岁以下。

（三）工具变量估计量的诠释
为何ＩＶ－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为正且统计显著，而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为负且不

显著？本文对此给出“抑制性双向因果”的解释。通过这个诠释，可以
得出这样的结论：互联网的使用确实能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但两者
之间存在非常微妙的“抑制性双向因果”关系，表明互联网同时也是消
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和Ｐｒｏｂｉｔ的估计量符号相反的原因在于，互联网使用和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双向关系很可能并非指向同一个方向。也
即，互联网使用固然可以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但参与行动后则因为
种种原因，反而会减少相应的互联网使用。本文称之为“抑制性双向因
果”。从模型角度看，“抑制性双向因果”导致偏误的数学本质就是，一
个遗漏变量与主解释变量的关系和这个遗漏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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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相反的方向，也即这个遗漏变量和Ｘ正相关，但和Ｙ负相关（或
者相反）。而这种遗漏变量，必然会导致一般的 ＯＬＳ或者Ｐｒｏｂｉｔ估计
量偏低。例如，参与群体性事件后，一方面，行动者自身的怨愤和不满
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泄，另一方面，决策部门可能会因为社会和舆论的压
力而做出政策上的调整，这会使激发新的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矛盾得到缓
解，从而在一段时期内相应减少可能引发的网络发帖、跟帖、围观和搜求
相关信息、网络联系他人等行为，“孙志刚事件”后深圳关于户籍政策的
调整，“乌坎事件”、“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后地方政府对公共决策的反
思等都是现实的案例。实际上，这种抑制性双向因果关系并不罕见，诸
如犯罪率与警察数量之间、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之间均是如此。２４

２４．简言之，警力越多，犯罪率越低。但犯罪率下降后，为减少开支，警力配备又会下降。因
此，总体上犯罪正向影响警力，而警力负向影响犯罪，形成本文所谓的“抑制性双向因果”。感
兴趣的读者，既可以参考伍德里奇（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６）经典教科书中的案例，也可以参阅最新
使用工具变量来解决这类经典双向因果问题的研究。其中关于警力（司法投入）和犯罪的工具
变量研究，可参阅Ｌｅｖｉｔｔ（２００２）、Ｃｏｒｍａｎ和Ｍｏｃａｎ（２０００）、Ｄｉ　Ｔｅｌｌａ和Ｓｃｈａｒｇｒｏｄｓｋｙ（２００４）、Ｄｒａｃａ
等（２０１１）和陈硕（２０１２）；关于就业和政府关系的研究，参阅陆铭和欧海军（２０１１）。

２５．注意，在ＬＡＴＥ框架下诠释工具变量估计值需要一个前提，即互联网使用和较早使用手
机的关系是单调的。

基于“抑制性双向因果”的解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互联网的日
常使用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特殊关系，有助于重新审视非制度
化政治参与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即，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不总
是洪水猛兽，在一定限度内的政治参与本身是国家治理结构和状态的
自我调整，也是对社会动荡的预警。只有拓展利益诉求的渠道，把非制
度化政治参与纳入到制度化框架下，才能更好地消除引发非制度化政
治参与的社会矛盾。这恰如赵鼎新（２００５）所提出的，“一个国家内社会
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发生颠覆性革命活动的可能性，从根本上取决于
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运动体制化的能力”。
当然，考虑到ＩＶ－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比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大很多，除了“抑制

性双向因果”之外，可能还有“局部干预效应”（ＬＡＴＥ）的存在。２５比如，
由于性格差异，不同的人对内心嗜好的敏感度也可能不一样，“冲动型”
的人往往会更加容易屈从或跟随内心的偏好，在同样对ＩＣＴ产品的偏
好水平下，比“冷静型”的人会更有响应和更可能使用互联网。在这种
情况下，ＩＶ－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所体现的就不是基于样本的平均效应，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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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加权平均值，其中来自“冲动型”的样本会有更大的权重。而“冲动型”
的人格，显然由于血性之勇更可能会参与到非制度化政治活动中，导致
工具变量估计量会比较大。考虑到ＩＶ－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的绝对值是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量的多倍，笔者认为，很可能“抑制性双向因果”与“局部干预效应”
同时存在。

五、结论和讨论：疏导和稳定

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本身就是一种技术
性因素，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文的工具变量分析已经能够从数据的角
度证明这种扩大和助燃的因果效应的存在，问题在于，不管线下的集体
行动本身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互联网总会
起到助燃的作用，其本身并不是“坏”的因素。单纯批评互联网或者限制
其使用，本质上并不能减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社会的影响，这是因为，
抑制互联网本身只是着眼于直接消解可能的社会运动和降低其扩散的

速度，而不能把引起这些运动的情绪和冲动的来源化解掉。这就如在
表２看到的，不管是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还是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其结论都非常清楚，
即，家庭收入和是否遭受过不公待遇等才是关系到是否参与非制度化政
治的决定性因素。哪怕不考虑互联网的助燃因素，只要有社会治理结构
和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层矛盾，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无可避免。
而本文“抑制性双向因果”的诠释从实证角度有力地证明了非制度

化政治参与并非一无是处，在一定限度内的非制度化参与行为是一个
健康有力的治理结构中的常态现象。“上网”在技术层面会助燃“上访”
和“上街”这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但包括“上网”和“围观”本身所
代表的公民参与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也已经在倒逼政府转型，并在
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公共管理和决策机制的优化，疏导和消解了很多潜
在的社会矛盾。正如汪玉凯（２０１２）指出的，中国网络，特别是微博对政
府行为的监督，提升了对公权力监督的力量，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民主化和规范自身的行为。当然，以微博为代表的全新网络媒体，本身
需要正确的引导和依法管理。
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事关社会的稳定。正如

赵鼎新（２００５）强调的，“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政治性的冲突或社
会运动，而在于国家将社会冲突体制化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从而消除

·８３１·

社会·２０１３·５



发生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革命性运动的可能性”。也就是
说，社会稳定的内涵并非是安静如水，而是社会治理结构中的主体，能
够及时化解潜在的引发混乱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稳定不是一种静
止的状态，而是一种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的恢复和自我调节能力。在“一
时一事”上，互联网会技术性地扩大非制度政治参与，但在整体和长远的
层面，它对大量“小事件”具有助燃作用，会预警、预防“大事件”和“大震
荡”的出现。２６从这个角度，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拓展民众的利益诉
求渠道和进一步改善民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

２６．金太军、沈承诚（２０１２）对如何对“群体性事件”转变认识、如何拓展利益表达渠道有比较
完整的论述。

２７．这一点非常感谢与梁玉成的讨论。

本文关心和强调的是互联网的“日常使用”，而非特殊情境下特别
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情境之中的互联网使用。在后者，实际必然已经
成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工具甚至政治参与的组织形式本身。互联网
的扁平化使组织策划的风险成本大大降低，互联网传播的高效率也使
活动形成时间大大减少。２７如果把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周葆华（２０１１）对
厦门ＰＸ事件的研究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可以互为补充，日常的
互联网使用会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但以“小事件”为主的政治参与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会压力。不过，当比较激烈的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发生之时，日常性的网络使用与参与行动之间就不再有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大事件”中的互联网使用，本身就已经内卷化为政治参与的
途径和组织形式本身。
最后，本文所使用的是２００６年数据，微博、微信等当前的最新网络

媒体当时尚未流行。因此，新网络媒体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有待在
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搜集数据并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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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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